
战时围绕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活动 
与战争认识建构

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间，中日两国的战争记忆、战争认识存在不少分歧。一般来讲，日本民众 

的战争记忆往往与东京轰炸、冲绳战役、原子弹爆炸等“受害”经历有关，“美英同罪史观”“自卫战 

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等认识长期存在。①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基本围绕“侵略一 

反抗一胜利”的逻辑链条展开。遭受侵略是该链条的起点，否认或美化侵略都是难以接受的挑战。 

很明显，围绕着同一场战争，中日有着不同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引发两国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这是值得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

大阪大学邹灿从事的“卢沟桥事变纪念及中日战争认识”研究，是以前较少有人触碰的领域。 

其专著《日本与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政治话语中的日中战争形象比较研究5 " 出版后，在 

中日两国学术界引起较广泛的关注。该书以日本国内、中国沦陷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为研究区 

域，以政治话语比较为研究内容，重点分析战时不同政治空间对战争认识的塑造及影响。鉴于该书 

尚未翻译出版，有必要向学界进行介绍。

一、内容简介

大体说来，战争记忆或战争认识的研究，常会较多涉及经历者的战时体验，研究视角自然会更 

多关注民众。这种提问角度的出现，是不断反思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的结果，同时也和冷 

战体制结束促使学界产生诸多思考有关。正如《日本与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序言所称，民 

族国家、集体、个体围绕同一历史事件展开叙述时，往往在定位、逻辑等方面出现差异、冲突甚至错 

位，这就使得战争认识和战争记忆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③

受此趋势的推动，从战时体验的角度来研究中日战争的学术成果大量出现，反映群体、家庭或

①  参见江口圭一著，周启乾译《日本的侵略与日本人的战争观》，《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 * 期。

②  『「盧溝橋事件記念日」A B C 7 日本 >中国：政治的語 S 5 見 7 日中戰争像= 比較研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8年。

③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A B C 7 日本 >  中国』、!一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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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战争记忆的研究又占据多数。不过，邹灿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地归类于此。邹灿关注的重点，并 

不是非官方的历史记忆，而是从战时政治话语的对比切入，其研究方向是不同政治力量如何通过纪 

念卢沟桥事变来塑造战争形象。当然，也包括这些纪念活动是如何影响民众战争记忆的。

邹书除前言、结论外，主体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分析日本民众为何缺乏 

“加害”意识、为何不能深入反省侵略战争的责任。作者以《东京日日新闻》的战争报道入手，重点 

分析该报与日本“自卫战争”舆论的关系。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东京日日新闻》用大量篇幅强调 

日军不是“主动进攻”，而是“还击”和“应战”等内容，这使多数日本民众接受了侵华日军是被迫 

“自卫”的假象。①不过，1938年 1 月 1 6 日，近卫声明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自卫”战争的 

借口出现破绽。在此情况下，日本不得不为战争找到“确立东亚永久和平”的新外衣。卢沟桥事变 

爆发一周年，天皇诏书将“获得东亚的永久安定”确立为战争新目标，借此名分，侵略战争升级为 

“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圣战”话语重点由“讨伐抗日的中国政府”转向“与英美对决”，遭受 

侵略的中国从“圣战”话语中慢慢消失。为支持“圣战”，日本国民被要求必须勇于牺牲、忍受艰辛， 

并因受空袭、物资匮乏等战时影响而产生“受害”经历。此后，日本民众的战争认识进一步发生扭 

曲。© 从日本操控战时舆论、进行战争动员的角度来看，上述内容应是日本民众普遍缺乏“加害”意 

的重 。

第二章主要围绕汪伪政权进行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活动展开，这是以前研究者较少关注的问题。 

大体说来，汪伪政权对待纪念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复杂又尴尬，暧昧又矛盾。一方面，汪伪不得不针对 

国共两党的抗日宣传进行回应和反击，极力宣扬“和平之必要”，“促成全面和平以达到全国统一”；另 

一方面，又因担心“合法性”流失而与日本宣扬的“圣战”理念刻意保持距离。在举行纪念活动期间， 

汪伪政府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这也是其缺乏稳固政治根基和民众基础的表现。以上这些，造成汪伪 

的纪念活动左右失据、充满混乱。可以理解，汪伪形式上拥有“国家主权”，实质上却不得不受制于 

人，这为其整体的政治话语设下框架，也为其纪念卢沟桥事变的活动定下基调。汪伪政权难以调和 

“和平建国”与“圣战”两种话语间的不相容，“和平”诉求最终不得不被“大东亚战争”吞噬。③

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国统区的“抗战建国”话语与“七七纪念”。作者主要关注的两个问题是， 

为何国民党将7 月 7 日确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国民党是如何利用该纪念日进行战时动员的？ 

作者认为，国民党把建立强有力的“党国体制”和树立“政治正统”作为长期的政治追求。卢沟桥事 

变爆发后，全国一致“攘外”的紧迫性上升。面对此种紧迫局势，国民党亟须解决的是如何将外敌 

入侵的危机转换为完成“安内”的契机。1938年 3 月正式提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政治目标， 

将“建国”与“抗战”捆绑在一起，并且通过号召“抗战”使“建国”更具政治基础和号召力。卢沟桥 

事变纪念日被命名为“抗战建国纪念日”，正是由此而始、由此得名。此后国统区的卢沟桥事变纪 

念，除追悼阵亡将士及战争殉难者外，基本都是围绕着强化“以抗战完成建国”逻辑展开的。④并 

且，该话语体系带有明显扩大和突出“中央权威”的政治色彩，纪念活动也体现出国民党树立“绝对 

领导地位”和“正统中央权威”的努力。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用较多篇幅讨论国民党围绕卢沟桥 

事变纪念进行的战争动员和宣传活动，例如兵役动员、组织献金活动、慰劳军队、优待军属等。这些

①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A B C 7 日本>  中国』、28—3 4 頁；邹灿：《抗战初期日本媒体的战争宣传—— 以〈东京日曰新 

闻〉为个案》，《民国档案》2016年第 3 期。

②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A B C 7 日本 >  中国』、3 5 + 4 2、65—7 3 頁。

③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A B C 7 日本>  中国』、111 一 1 1 4頁；另见邹灿《“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 

“七七纪念”活动述析》，《史学月刊》2017年第 7 期。

④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A B C 7 日本 >  中国』，第 134—1 3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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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第一个问题为前提，是集中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建国”的必要步骤。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根 

据地的发展壮大、汪精卫建立伪政府，都对国民党以“中央权威”姿态领导抗战的预想造成挑战。 

正是出于此方面的危机感，国民党的纪念活动和纪念宣传中，更加注重反汪锄奸、“弱化”敌后抗战 

功绩等内容。

第四章，是围绕中共根据地的卢沟桥事变纪念展开的。本章关注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国民政府 

在全国实施的“抗战建国纪念日”及其战时动员，是如何在并不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共根据地实施的;第 

二，从战前的苏维埃革命到战时的抗日民族革命，中共是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转换的。在抗战初期， 

国共关系尚处“蜜月”时期，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中共在根据地范围内同样举行“抗战建国纪 

念日”。在此阶段，中共根据地的卢沟桥事变纪念与国统区有较高相似性。不过，即便如此，中共对 

国民党大权独揽式的“抗战建国”仍抱有警惕。并且，根据地的卢沟桥事变纪念以宣传敌后抗战的 

功绩为重点，同时也希望向全国各界宣传根据地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1939年 9 月后，国共关系 

恶化，中共对国民党投降倾向的警惕亦不断增加。受此影响，中共根据地的宣传开始更多转向反对 

妥协、加强统一战线方面，同时更鲜明地强调根据地的独立自主。1939年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二 

周年的通电中，提出“反对中途妥协”“反对内部分裂”“反对向后倒退”的口号。① 1940年 3 月，毛 

泽东明确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希望借此向全国宣示，“抗战建国” 

只是国民党一家独揽的纪念话语，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敌后根据地有必要争取应有的政治参与权 

和主导权。抗战后期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便是其争取领导地位的政治标志之一。

二、学术价值

学界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多不可数。但是，邹灿不再拘泥于战争的具体史实 

考证，也没有将视野局限于战争引发的社会变动上，而是以卢沟桥事变纪念为中心将战时不同政治 

话语进行对比，从而盘活历史与现实、战时与战后之间的关系，重新为读者描绘一幅别样的历史图 

景。这是该书值得推荐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书的着眼点在于战时对战争形象的塑造与建构。大体而言，该书似受到霍布斯鲍姆（E =  

H M P a w m )等人的影响，关注的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建构，尤其注重民族国家对纪念 

仪式、符号、象征等因素的运用。这部著作可同丸田孝志、小野寺史郎等人著作®互参。它们在研 

究近代中国的仪式、象征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其旨趣多与考察近代中国的政治动员、历史建构等 

问题相关。

从整体来看，邹灿妥善处理了“虚”（纪念日、纪念仪式）与“实”（战争的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 

系，通过分析“过去”的战争(卢沟桥事变）与举行纪念活动的“当下”、作为表述主体的政治力量与 

作为表述客体的战争形象之间的关系，向读者彰显了关于战时纪念仪式、历史记忆等问题具有的研 

究活力。该书强调不同政治空间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连续性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复写、改 

写等方式影响甚至左右受众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本书在梳理中日文档案、报刊资料、回忆录等 

史料的基础上，为学界的卢沟桥事变研究增添了新的生命力，为相关领域带来新鲜空气。

①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39年 7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第 1 6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 4 4 0页。

②  丸田孝志『革命= 儀礼一中国共產党根拠地= 政 治 動 R 俗一』、汲古書院、20 1 3年 ；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译：《国 

旗•国歌 .国庆 #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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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问题意识的起点在于，相同的战争为何出现不同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作者给出的研 

究结论大体是，战时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舆论宣传及导向明显不同的纪念仪式，最终塑造出显著 

不同的战争“形象”。作者有意识地强调，不同政治话语对同一场战争的“塑造”，是导致中日产生 

不同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研究者似应关注战争“形象”与战争“本体”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相同历史往往会 

因叙事角度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表述，并且不同的参与者往往会有表述上的“罗生门”。强调不同政 

治力量对纪念仪式、舆论宣传的掌控并不为过，然而忽视战争参与者的切身体验，可能会导致研究 

上出现片面“客体化”的倾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士兵、参与抗战的中国士兵、配合日军侵略的中国 

伪军，出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和感性认识，他们对同一场战争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记忆。相近的道 

理，不同政治空间的民众与战争之间有着不同的联系，他们出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切身体会、感性认 

识等，亦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记忆或认识。这是外界无法“塑造”或“建构”的。不过，邹灿的研究旨 

趣不在于此。作者关心的核心问题，在于阐释“纪念”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发挥的沟通作用。作者关 

注的是“纪念”在塑造战争记忆、战争认识方面发挥的“强化”或“规范”功能，而非不同战争记忆或 

战争认识的系统比较。很明显，前者只是导致后者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卢沟桥事变固然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中日两国军事冲突空前加剧的关节点。从 

后向前追溯，中日战争是一个连续向前发展的历史链条。无论怎样强调某一事件的历史意义，都难 

将它从整个链条中完全抽离出来。此前中日两国之间已经发生过多次严重的军事冲突，此后也有 

若干重要历史关节点影响整场战争的最终走向。但是，作者选取卢沟桥事变纪念来考察不同政治 

话语的比较，是否恰恰说明战时及战后卢沟桥事变纪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沟桥事变只是战争全面爆发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远非日本侵华战争或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 

卢沟桥事变的纪念，影响两国的战争记忆和认识，但与此相关的纪念活动涉及面毕竟狭窄，远不能 

涵盖影响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的全部。除卢沟桥事变的纪念仪式外，研究者也注意到九一八事变 

和“一 •二八”事变等的纪念在塑造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战争纪念日 

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霍布斯鲍姆等人认为，所谓的历史“传统”或历史“记忆”是 

事后构建起来的，而非自然生成。所谓的纪念活动，具有“发明传统”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①成 

功利用这些功能，可以帮助政治力量加强内部认同、开展政治动员。本书尽管已经覆盖中日两国四 

种不同的政治空间，但是苛刻地说，作者对中国沦陷区的考察仍略显薄弱。全书讨论汪伪的卢沟桥 

事变纪念，却没有太多顾及东北、华北等地的日伪政权控制区。如果能就中国沦陷区间进行相互比 

较，无疑会为该项研究增色不少。

总体而言，邹灿不再满足于仅从战后着手或简单把日本国内的战争认识归因于美国占领军当 

局，而是希望将研究视线推进到战时，希望从当时的舆论宣传、纪念仪式等方面分析战争形象的构 

建。同时，邹灿还通过对中国战时的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进行对比，分析各个政治力量配合卢沟 

桥事变纪念进行的政治活动，这对理解战时及战后的中国政治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通读全书后 

不难发现，邹灿试图为读者找寻中日两国关于战争认识、记忆存在分歧的历史原点。从此角度而 

言，该书对此后的相关研究，无疑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李秉奎，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参 见 霍 布 斯 鲍 姆 、兰格编，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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